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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与出口增长：关于关税不确
定性影响的再检验

王璐航　首陈霄＊

　近期一些文献发现以潜在关税上升空间衡量的关税不
确定性的下降对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的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
文利用多重差分的方法在更加宽松的回归模型设定下对这一结论的

稳健性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在有效控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取
消的异质性影响之后，关税潜在上升空间的缩减对中国的出口并没
有显著影响。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可能导致这一不显著结果的原因。
一方面，有证据显示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前关于对美出口关税上升的
主观概率可能并不高；另一方面，低沉没进入成本也使得进入行为
的动态影响有限。由此我们得到结论，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的出口
增长与不确定性的降低没有关系。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理
解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对于科学的度量不确定性进而估算其影响至

关重要。由此，在衡量贸易争端的影响时也应该对相关经济个体的
微观决策机制予以充分考虑。

　出口增长，政策不确定性，贸易争端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９．０１．１５

一、引　　言

中国在２００１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成员方，之后经历了快速的
出口增长。１ 中国由非 ＷＴＯ成员方到成员方的转变伴随着很多贸易政策的变
化，哪些变化及其如何促进了中国经济和出口的增长是学界和业界关心的重
要问题。一些研究者试图用关税不确定性的降低来解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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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０年间，全世界从中国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份额从２％上升到了１１％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ｏ，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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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长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ｏ，

２０１７）。２

另外一支文献则着重于与 ＷＴＯ相关的政策变化对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
（毛其淋和盛斌，２０１３；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田巍和余淼杰，２０１３；简泽
等，２０１４；陈雯和苗双有，２０１６；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３ 区分和理解导致出口

绩效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作用机制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４ 本文旨在通过检验
关税不确定性影响这一实证发现的稳健性，加深对中国出口增长深层原因的
理解，进而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事实依据。

首先，本文分析关税不确定性的概念和实证度量，及其影响贸易流量的
作用机制。已有文献普遍使用关税差 （普通关税与最惠国待遇关税之间的
差）５ 所代表的关税潜在上涨空间来衡量度量关税不确定性，而我们的分析表
明关税潜在上涨空间只是构成关税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适用
关税上涨的概率。６ 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决定关税不确定性。另外，基于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ｏｌａ（２０１０）的模型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分析，关税不确定性对于贸易流
量的影响与企业参与出口的沉没成本有关。由此可知，理论上关税差对贸易
流量发生影响需要显著的关税上涨预期和沉没进入成本两个介质。其次，本
文对现有文献关于关税差的变化显著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这一实证发现进行

稳健性检验。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多重差分的基础上增加了产品类别维度的差
分以更好地控制取消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有效控制
了这一外部干扰政策的影响之后，关税差的变化对出口不再有显著影响。最
后，基于对关税差如何影响贸易流量的理论机制的理解，本文进一步探讨了
关税差的影响在实证上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并提供辅助性的证据予以支持。

本文与前述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不同，主要源于回
归中对于潜在干扰变量的控制方式不同。我们的回归设定在以下两个方面与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以及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６）一致。第
一，使用２００１年之前美国的普通关税与最惠国关税之间的关税差作为解释变

２ 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前，对美国的出口面临着关税可能增加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中国在美国
的最惠国地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每年的批准。如果被撤回，中国出口商在美国面临的关税将会提高到
普通关税 （又称为 “ｃｏｌｕｍｎ　２”或者 “非正常关税”，由美国１９３０年通过的Ｓｍｏｏｔ－Ｈａｗｌｅｙ关税法案规
定）的水平。在２００１年以后，作为 ＷＴＯ成员方的中国获得了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由此不再面临关税
可能上升的不确定性。
３ 尽管一些研究没有直接涉及对出口绩效的影响，但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增强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出
口绩效。
４ 当然这并不排除贸易政策的使用，但是对贸易政策的效果研究应该与对其他政策的效果研究一样重
视外部环境的改变如何与国内的资源配置机制共同作用进而导致经济绩效的改变，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５ 确切地讲，是潜在关税上升空间的影响。
６ 在本文的情形中，我们称为关税上升概率，因为中国出口商面临的关税在非最惠国待遇下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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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第二，在利用中国出口数据进行分析时，使用中国对欧盟７ 的出口作为对
照组来控制供给冲击的影响。在利用美国进口数据进行分析时，使用美国从
其他国家的进口来控制需求冲击的影响。鉴于关税差仅可能影响２００１年之前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和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８

利用双重差分来识别关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这种识别策略的局限
性在于并不能有效控制其他贸易政策变化的干扰性影响。数据显示，受到纺
织品和服装贸易配额影响的产品同时具有较高的关税差。因而，如果不能有
效控制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配额取消的影响，用关税差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
归就会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使得回归系数有偏。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在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基础上有所改进，增加了四个用来标识不同纺织品
和服装产品的配额取消阶段的虚拟变量来控制配额取消的影响。与预期一致，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中的回归系数小于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中的
回归系数，但是这样的回归方程设定仍然有局限，简单加入虚拟变量背后的
隐含假设是配额对所有国家所有商品具有相同的约束力。如果真实的情况是
配额的约束力度与关税差有相关性，那么简单加入代表配额取消的虚拟变量
就不能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有偏问题。我们通过在回归中引入配额取消
的四个阶段９与标识中国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放松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
的同质影响限定，此时我们发现关税差的影响不再显著。进一步，我们发现
配额约束的异质性影响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和服装产
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的减缓相关联；第二，
在２００１年之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相对增长与先前中国贸易配额的约束程度显
著相关；第三，配额取消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２００５年。
具体而言，我们对于关税差的影响在实证上不显著的解释如下。第一，

不确定性是关税差和关税上升概率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当关税上升事件的
概率为零时，关税差本身不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从中美恢复贸易直到

２００１年中国成为 ＷＴＯ成员方，中国从未失去过最惠国待遇。即使在个别年份
美国众议院的反对票比例超过５０％，参议院却从未将之列入议程 （参见表７）。
由此很难相信中国潜在出口企业会由于美国众议院在个别年份的争议而产生

未来关税上涨的预期。
第二，存在沉没进入成本是未来关税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当期市场进入决

策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在沉没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企业每一年的市场进入

７ 本文欧盟指的是欧盟初期的１５个成员国。这些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丹麦、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８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的基本设定基于简单差分，在控制供给冲击的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双重
差分，在另一个稳健性检验中控制了包括配额在内的非关税壁垒的影响。但是没有同时控制供给冲击
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９ 中国由于在２００１年才加入 ＷＴＯ，所以只经历了后两个配额取消阶段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前三个
阶段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配额在第三个阶段 （２００２年）同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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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退出决策是独立的，仅仅取决于该年份的盈利预期，而不会受到未来关税
不确定性的影响。估计出口企业的沉没进入成本需要对一个完整设置的模型
进行结构估计，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提供了一
个检验沉没成本的间接方法。出于避免未来再一次支付进入成本的考虑，已
经出口的企业会在进入成本高的情况下选择在利润较低时仍然不退出市场。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检验企业前期出口状态与当期出口状态的相关性来间接检

验中国企业开始出口的沉没进入成本的高低。控制其他因素，高的相关性意
味着比较高的沉没进入成本。与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利用美国企业数
据进行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出口企业两期出口状态的相关性更低。这
与我们对于中国企业开始出口的沉没成本不高的预期一致。另外，除了直接
出口，中国企业还可以选择通过贸易公司进行间接出口或者通过加工贸易方
式进入国际市场。在我们关注的样本区间，加工出口的份额超过５０％，同时
每年有１／５至１／３的出口经由贸易公司。这些贸易方式的存在也能够显著降
低国际市场的进入成本。
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研究。通过采用三重差分的

方法，并充分控制其他贸易政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异质影响，我
们可以控制更多潜在的遗漏变量，从而得到更稳健的结果。另一方面，本文
有助于深入对中国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认识。通过否认关税差衡量的关税不
确定性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强调了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是通
过内因发生作用，比如生产率、制度改进等。我们虽然确认了纺织品配额取
消的重要影响，但是更应该看到，纺织品配额取消更重要的是通过纠正制度上
的资源配置扭曲，提升行业的生产率，才有了后面的出口快速增长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建立一个简单的

理论模型来说明关税差起作用的两个关键介质因素；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同
时对主要变量———中国出口增长和关税差进行了描述；第五部分实证分析关
税差的影响；第六部分分别对两个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是结论和
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度最高的是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政策的影响的

研究。利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自动在美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这一中美
贸易关系的重要变化，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
和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考察了关税潜在上升空间，即普通关税与最惠国关税
之间的差异，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这三个研究的共同发现是，在中国获
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之前有较大关税差的产品，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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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快的出口增长，并将此解释为关税不确定性的减少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进一步考察了关税差变化和出口企业数量以及产品质量之
间的关系。１０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更灵活的回归模型设定对这一实证发
现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并分析结果产生差异的深层原因。

除了关税不确定性，还有许多文献探讨了多边贸易协议下的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下降的影响。Ｈａｎｄ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和Ｇｒｏｐｐｏ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ｉ（２０１４）
探讨了加入 ＷＴＯ对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他们都发现 ＷＴＯ会降
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促进贸易增长。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５）研究
了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导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他们发现这种不确定
性的下降可以解释８７％的出口增长。Ｏｓｎａｇ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对１４９个国家的
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每下降１％会增加１％的出口量，而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的存在相当于关税增加１．７％—８．７％。此外，钱雪锋和龚联梅 （２０１７）
针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的研
究、Ｒｉｔｚ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孟加拉国的分析，以及Ｃａｒｂａ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间美国出口的分析，都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促进出
口增长。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属于政策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早期关于政策不确定性
的影响的研究，比如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１９６８）、Ｒｏｄｒｉｋ （１９９１）和 Ｈａ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ｃａｌｆ（１９９９）等，主要从理论上分析政府的货币、财政或经济改革政策带
来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之后一些文献开始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对投
资的影响。Ｊｕｌｉｏ　ａｎｄ　Ｙｏｏｋ （２０１２）利用国家选举事件，以及 Ｇｕｌｅｎ　ａｎｄ　Ｉｏｎ
（２０１６）、李凤羽和杨墨竹 （２０１５）、饶品贵等 （２０１７）利用 Ｂａ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基于新闻报道构造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都发现了企业投资对政策不
确定性的负向反应。对于其他结果变量的影响的研究还有，Ｐａｓｔｏ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ｏｎｅｓｉ（２０１２）从理论上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和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　ａｎｄ　ＭｃＭａｈｏｎ （２０１２）则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家庭储蓄。
本文的研究也与揭示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的文献相关联。许多

文献则强调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加入 ＷＴＯ后有了大幅提升。比如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发现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之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

２．８５％ （总产出生产函数）或７．９６％ （增加值生产函数）。对于中国企业生产
效率提升的原因，一部分文献从进口关税削减角度来探讨。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３）发现投入品关税的降低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动态，进而促进了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陈雯和苗双有 （２０１６）都认为进口
关税削减导致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另一部分文献则强

１０ 类似的，苏理梅等 （２０１６）也研究了关税不确定性与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关税不确定性
的下降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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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贸易政策与内部政策的交互作用。比如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发现纺
织品和服装配额的存在扭曲了资源配置，因此配额的取消通过移除资源的扭
曲配置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本文的研究通过检验关税不确定性的假
说，侧面支持了内部的效率因素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理论模型

为了解释关税差的变化对中国对美国出口没有影响的原因，我们将在这
一部分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分离出关税差影响贸易的两个前提条件。在第六
部分我们将给出这两个前提条件不被满足的证据。
我们参考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ｏｌａ （２０１０）异质性出口厂商模型的基本设定。

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ｏｌａ（２０１０）的模型原本是用来描述存在出口成本不确定性的
情形。本文在其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关税以研究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为
了简化分析这里不考虑出口成本的不确定性。
模型假设在国内有类型为αｉ的企业家群体。αｉ均匀分布在０到１之间

［αｉ—Ｕ （０，１）］，其代表一个企业家ｉ的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上的销售
实现水平。这样，一个企业家能获得的运营利润为：

π （αｉ，ｃＶ）＝αｉ （１－τＶ）ＰＶ－ＣＶ， （１）
其中，Ｖ 表示不同的产品，而ＰＶ是产品Ｖ 的价格。τＶ是从价关税率；ＣＶ是企
业家为了销售产品Ｖ 而每期必须支付的固定成本。运营利润随着αｉ的增加而
增加，随着τＶ或者ＣＶ的增加而减少。
企业可以选择在国外市场或者国内市场进行销售，只是如果选择国外市

场，首次进入需要支付一次性的沉没成本Ｋ。在国外市场，企业家面临着贸
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生产产品Ｖ 的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的关税可
能发生变化。假定只有两个关税水平，政策不确定性即关税会以１－ｑＶ的概率
由低转高，以１－ｐＶ的概率由高转低。由此，贸易的不确定性是由两个因素
共同决定的，一是两种状态下的关税差τＨＶ －τＬＶ；另一个是关税发生变化的概
率，ｑＶ及ｐＶ１１。二者缺一不可。
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销售都需要支付每期固定成本ＣＶ，同时

国外市场的产品价格高于国内市场，即ＰＦＶ＞ＰＤＶ。进一步假设出口对最有生产力
的企业总是具有吸引力的 （１－τＨＶ ）ＰＦ

Ｖ＞ＰＤ
Ｖ。企业每期的存活概率为β＜１。

假设当前国外处于低关税状态，一个潜在出口企业要决定是否在当期进入
国际市场。于是，进入国外市场的企业家能力的临界值αｓ由出口的预期收益ΠＬｅ
（上标Ｌ表示当前国外市场处于好的贸易政策下）、进入的沉没成本以及在国内
市场销售的预期收益决定 （在以下的分析中，为了简化省略了符号Ｖ）：

１１ 在本文的案例中，ｐＶ和ｑＶ对每个产品都是一样的，由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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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Ｌｅ（αｓ，ｑ，ｐ）－Ｋ＝ΠＤ
ｅ（αｓ）． （２）

服务国内市场的预期收益为１２：

ΠＤ
ｅ（αｉ）＝

π（Ｄ）
１－β

， （３）

其中π（Ｄ）＝αｉＰＤ －Ｃ。
假定国外市场一直处于低进口关税状态，即不存在不确定性１－ｑＶ＝０，

出口临界值αＤｓ 为：

αＤｓ＝
（１－β）Ｋ

（１－τＬ）ＰＦ－ＰＤ． （４）

假定当前状态为低关税，如果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即１－ｑＶ＞０的情况
下，企业家αｉ当前的出口预期收益表达式为：

ΠＬｅ（αｉ）＝ｑ（π（τＬ）＋βΠ
Ｌ
ｅ（αｉ））＋（１－ｑ）（π（τＨ）＋βΠ

Ｈ
ｅ （αｉ））， （５）

其中，π（τＬ）＝αｉ（１－τＬ）ＰＦ－Ｃ以及π（τＨ）＝αｉ（１－τＨ）ＰＦ－Ｃ；ΠＨｅ（αｓ）是高
关税状态下的出口预期收益，表达式为：

ΠＨ
ｅ （αｉ）＝ｐ（π（τＨ）＋βΠ

Ｈ
ｅ （αｉ））＋（１－ｐ）（π（τＬ）＋βΠ

Ｌ
ｅ（αｉ））， （６）

联立式 （５）和式 （６），我们可以得到低关税状态下的出口的预期收益为：

ΠＬｅ（αｉ）＝
ｔｍ

１－βｔｍ
π（τＬ）＋

１
１－βｔｍ

１－ｑ
１－ｐβ

π（τＨ）， （７）

其中，ｔｍ＝ｑ＋
（１－ｑ）（１－ｐ）
１－ｐβ β。从式 （７）和式 （２）可以得到存在政策不确

定性情况下的出口临界值αＵｓ：

αＵｓ＝
（１－β）Ｋ

ＰＦ－ （１－β）（ｔ１τ
Ｌ＋ｔ２τＨ）ＰＦ－ＰＤ， （８）

其中，ｔ１＝
ｔｍ
１－βｔｍ
和ｔ２＝

１
１－βｔｍ

１－ｑ
１－ｐβ

，并且ｔ１＋ｔ２＝
１
１－β

。对比αＤｓ 和αＵｓ，

显然，如果不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即τＨ＝τＬ 或者ｑ＝１，αＵｓ＝αＤｓ。反之，如
果τＬ＜τＨ并且ｑ＜１，αＵｓ ＜αＤｓ，即存在关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临界值
更高。
推论１　在实际关税水平 （τＬ）给定的前提下，出口临界值αＵｓ 随着关税

差 （Δ＝τＨ－τＬ）的增加而增加；关税差Δ对出口临界值αＵｓ 的影响大小随着

政策的变化概率 （１－ｑ）的减小而减小，即
２αＵｓ

Δ （１－ｑ）≥
０。

证明：将τＨ＝Δ＋τＬ 代入式 （８），得到

αＵｓ＝
（１－β）Ｋ

（１－τＬ）ＰＦ－ （１－β）ｔ２Ｐ
ＦΔ－ＰＤ． （９）

１２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还假定不同市场的产品要求不同，因此，企业预期在选择进入某个市场后将一
直服务于该市场。因此，预期收益的计算没有考虑企业选择出口后又退出转而服务国内市场或者企业
选择在国内市场销售之后又转而出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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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初始状态是低关税状态，令Ω＝ （１－τＬ）ＰＦ－ （１－β）ｔ２Ｐ
ＦΔ－

ＰＤ，式 （９）对关税差Δ求导得到：

αＵｓ
Δ
＝
（１－β）Ｋ
Ω２

（１－β）ｔ２Ｐ
Ｆ≥０． （１０）

给定模型的参数设定，式 （１０）在ｔ２＝０时取等号，其他情况下取正，即
如果未来关税有可能上升，那么出口临界值会随关税差增加而上升。同时上
升的幅度取决于关税上升的可能性

（αＵｓ／Δ）
（１－ｑ）

＝
（αＵｓ／Δ）
ｔ２

ｔ２
（１－ｑ）≥

０，

即关税上升的概率越高，出口临界值对于关税差的变化越敏感。当政策变化

的概率趋于零时，即 （１－ｑ）→０，ｔ２→０，关税差对出口临界值的影响也趋

近于零：α
Ｕ
ｓ

Δ→
０。

推论２　关税差 （Δ＝τＨ－τＬ）对出口临界值αＵｉ 进而对出口值的影响程
度与进入成本Ｋ 有关。进入成本Ｋ 越小，影响程度越小。当Ｋ＝０时，关税
差对出口临界值没有影响。

证明：在这个模型中，由于每家企业的出口值由企业家的特性决定，且
企业家均匀分布，总出口值的增加只会来自新进入者。关税差对出口临界值

αＵｉ的影响越大，其对总出口值的影响也会越大。为了检验进入成本Ｋ 如何影
响出口临界值，从而影响出口的增长，我们将式 （１０）对Ｋ 求导得到：

（αＵｓ／Δ）
Ｋ ＝（１－β）

２ｔ２Ｐ
Ｆ

Ω２ ＞０， （１１）

因此给定政策不确定性 （ｑ和Δ）的大小，较大的进入成本导致企业进入行为

对关税差更为敏感。当进入成本为零 （Ｋ＝０）时，
αＵｓ
Δ
＝０，即关税差对出口

临界值没有影响。

综上，我们的模型显示关税差影响贸易的作用机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关税发生变化的概率 （１－ｑ），第二个因素是开始出口的沉没成
本Ｋ。第一，关税发生变化的概率与关税差共同决定了关税不确定性，关税
差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关税上升的概率，当此概率接近零时，关税差的
变化对贸易没有影响。第二，关税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进入国
际市场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越高，贸易对于关税差的变化越敏感。反之，

沉没成本接近零时，关税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也趋近于零。这一结论与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的类似。在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６）更为复
杂的ＣＥＳ框架下的模型中，他们也强调了沉没成本在关税不确定性影响中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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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　　据

（一）数据来源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６年的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可以同时提供美国的进口数据和中国的出口数据。中国对美国出
口的数据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据之间差别主要来自海关计价方式和运输成

本，比如运费和保险。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在研究永久正常贸易
关系与美国贸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使用的是８位ＨＳ码层面上的美国进口数
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只能细致到６位ＨＳ代码，我们用６位ＨＳ产品层面的
数据得到的结果与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类似。

（二）数据描述

这一部分描述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６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的显著特征。对此文献
中已经有很多讨论，比如 Ａｕ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６）、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等。与先前的描述对比，我们强调如下几个方面的
特征。第一，在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之后中国对美国和欧盟都经历了出口加速
增长，而非仅限于美国；第二，对美国的超额增长主要发生在先前受到纺织
品和服装贸易配额影响的产品，与欧盟类似；第三，没有受到纺织品和服装
贸易配额影响的其他产品对美国的出口不存在超额增长。

Ａｕ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６）、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６）都指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在２００１年后经历了大幅增长，来自中国的
进口份额从１９９１年的０．６％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６％。从中国的出口数据也可
以发现相应的趋势变化，图１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年增长率从加入 ＷＴＯ
之前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大约为１５．９％上升到之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的３０．３％。图１
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前后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也从１６．６％上升到

３３．３％。与对美国出口增长率的变化相当。相对地，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
口在２００１年前后差别并不大，比如对日本的出口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的平均
增长率为１４．９％，而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间则为１５．５％，没有明显的拐点。所
以，２００１年之后中国出口的加速增长同时发生在美国和欧盟。
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对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出口受到纺织品和服装贸易

协定配额的影响。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对于 ＷＴＯ成员方，美国、
欧盟和加拿大须在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分四个阶段
分别移除占这些国家１９９０年进口量约１６％、１７％、１８％和４９％的纺织品和
服装产品的配额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在２００２
年，经历了在前三个阶段适用的大约５０％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一次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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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对四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值
注：图中展示的是中国对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出口值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的变化。由于图中的出口

值为对数形式，所以任意两年间纵轴值的变化表示出口值在这两年间的增长率 （×１００％）。图中１９９７

年前后的尖峰刻画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冲击的影响。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额解除，并在２００５年经历了第四阶段余下５０％产品的配额解除。这项贸易
政策变化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有显著影响。图２显示对美国和欧盟

ＡＴＣ产品出口的增长趋势与配额取消的两个阶段相一致。对美国的出口增
长率从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的平均１２．３％上升到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间的平均

３４．３％。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从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间的１５．７％上升到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间的３１．４％。与此不同，图３显示，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之后对美国

　　　　

图２　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对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值

注：图中展示的是中国对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出口值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的变

化。由于图中的出口值为对数形式，所以任意两年间纵轴值的变化表示出口值在这两年间的增

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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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ＡＴＣ产品的出口并未发生超额增长，对美国出口增长率的变化为从加
入 ＷＴＯ之前的平均２８．５％到之后的平均２９．９％，二者非常接近。中国对
四个国家 （地区）的出口的对数值变化趋势在２００１年前后也是很类似的，
尤其是对美国和欧盟。这说明非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并不存在
超额的增长。

图３　中国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非ＡＴＣ产品的出口值
注：图中展示的是中国对四个国家或地区的除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以外的产品出口值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

年间的变化。由于图中的出口值为对数形式，所以任意两年间纵轴值的变化表示出口值在这两年间的

增长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三）关税不确定性的测量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和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 （２０１６）都采用 “关税
差” （ｔａｒｉｆｆ　ｇａｐ）来衡量关税不确定性，而本文对这种方法保持异议。基于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产品ｈ的 “关税差”定义为这个产品的普通关税
（“ｃｏｌｕｍｎ　２”）与最惠国待遇关税１３之间的差。

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ｈ＝Ｃｏｌｕｍｎ２Ｒａｔｅｈ－ＭＦＮＲａｔｅｈ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认为有较高关税差的产品意味着这些产品的出
口商面临较高的关税不确定性，那么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关税不确定性下降之
后这些产品的出口可能会有一个更快的增长。由于普通关税率由美国国会在

７０年前通过的Ｓｍｏｏｔ－Ｈａｗｌｅｙ关税法案所制定且每年几乎没有变化，最惠国
关税每年的变化也较小，所以从图４可以看到关税差的变化也很小。因此，
在下面的回归当中，我们与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保持一致，使用

１９９９年的关税差。数据中总共有４　６６０种产品，关税差的均值为０．２９，标准

１３ 关税数据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的官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ｉｔｃ．ｇｏｖ／ｔａｒｉｆｆ＿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ａｒｉｆ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ｈｔｍ）。ＵＳＩＴＣ给出了８位 ＨＳ产品水平上的从价等值关税率，包括普通关税和最惠
国待遇关税。通过计算算术平均值我们可以得到６位 ＨＳ水平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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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为０．２０。相应的，普通关税的均值为０．３４，标准差为０．２３；最惠国待遇关
税的均值为０．０４，标准差为０．０６。

图４　关税差的分布
注：图中展示了用不同年份的关税数据得到的关税差的分布。

资料来源：美国关税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

图５　非ＡＴＣ和ＡＴＣ产品的关税差分布
注：图中展示了非ＡＴＣ产品和ＡＴＣ产品的关税差分布的比较。这里的关税差使用１９９９年的关税

数据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美国关税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

图５展示了ＡＴＣ和非ＡＴＣ产品的关税差的分布。两组产品的关税差的
分布有着系统性的差别。ＡＴＣ产品关税差的均值更大，方差也更大。由于有
将近１６．４％的产品是ＡＴＣ产品，且有较大的方差，关税不确定性下降对出口
的影响的估计会受到ＡＴＣ产品的影响。取２０００年的纺织品配额为例，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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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与纺织品配额之间的相关关系展示在表１中。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是最初指定的配额
水平，而ＡｊｕｓｔｅｄＬｅｖｅｌ是经过调整后实际采用的配额。Ｆｉｌｌ　Ｒａｔｅ是实际的出
口值与ＡｊｕｓｔｅｄＬｅｖｅｌ的比值，称为填充率。第 （１）列到第 （３）列分别给出
了全部样本、填充率大于９５％的样本以及填充率大于９８％的样本的结果。所
有结果都显示了配额与关税差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当产品受到
更强的配额约束的时候 （更高的填充率），相关性变得更大。由于更小的配额
意味着配额取消造成的影响更大，而更小的配额又与更大的关税不确定性相
关联，所以，如果不考虑配额取消的影响，关税差对贸易增长的影响的估计
将会有一个向上的偏误。

表１　关税差与纺织品配额的相关性

变量

关税差

全部样本

（１）
填充率＞９５％的样本

（２）
填充率＞９８％的样本

（３）

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 －０．３５５ －０．４７３ －０．５８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３

ＡｊｕｓｔｅｄＬｅｖｅｌ －０．３６０ －０．４８０ －０．５９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０

　　注：配额使用的是２０００年的数据。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是最初指定的配额水平，而ＡｊｕｓｔｅｄＬｅｖｅｌ是经过调
整后实际采用的配额。标准误标注在系数下方一行。

五、估计方法和结果

本部分我们通过改进已有文献中的实证方法来验证，在有效控制纺织品
和服装配额取消的政策影响后，关税差衡量的关税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出口增
长并没有显著影响。

（一）关税差的影响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配额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采用的识别策略之一是用中国对欧盟和日本
的出口作为控制组来控制中国供给冲击的影响进而估计加入 ＷＴＯ前后关税
差变化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１４这个双重差分设定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同时
控制同期发生的纺织品配额取消的影响。１５正如前面所述，配额一方面与关税
差负相关，另一方面限制出口，因此遗漏配额的影响会导致向上的偏误。更
进一步，配额对贸易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我们预期配额取消对于配额

１４　Ｈａｎｄｅｌ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表４中的结果。
１５　Ｈａｎｄｅｌ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在另一项稳健性检验中控制了包括 ＡＴＣ在内的非关税壁垒的影响，但
是使用的是美国进口数据，没有同时控制中国供给冲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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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率高 （即等于或者接近于１００％）的产品影响会更大。由此，我们将产品
根据其是否受到配额的影响，以及配额的影响程度分为三类： （１）非纺织品
和服装产品， （２）没有配额或者配额约束为松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以及
（３）配额约束为紧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我们用两个不同程度的指标判断配
额约束是否为紧，即填充率是否大于９５％或者９８％１６。我们通过在 Ｈａｎｄｅｌ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的回归方程中加入目的地与产品类别的交乘项来更好地控
制配额取消的影响。我们的回归方程为

ｄｌｎＲｃｈ＝α＋β１×Ｉｃ ＵＳＡ｛ ｝×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ｈ＋β２×Ｉｃ ＵＳＡ｛ ｝×Ｉｈ Ｎｏｎａｔｃ｛ ｝＋

β３×Ｉｃ ＵＳＡ｛ ｝×Ｉｈ ＡＴＣｎｏｎａｔｃ｛ ｝＋β４×Ｉｃ ＵＳＡ｛ ｝×Ｉｈ Ｂｉｎｄ｛ ｝＋
Δτｃ＋δｓｅ×ｃ＋σｈ＋εｃｈ，

其中，因变量ｄｌｎ　Ｒｃｈ为中国对国家ｃ出口产品ｈ的贸易值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０
年两年的对数差 （Δｌｎ　Ｒｃｈ＝ｌｎ　Ｒｃｈ，２００５－ｌｎ　Ｒｃｈ，２０００）。Ｉｈ ｛Ｎｏｎａｔｃ｝用来标识产
品是否是非纺织品和服装产品；Ｉｈ ｛ＡＴＣｎｏｎａｔｃ｝用来标识产品是否是没有
配额或者配额约束为松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Ｉｈ ｛Ｂｉｎｄ｝用来标识配额约束
为紧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此外，我们控制了关税水平的变化 （Δτｃ）以及

ＨＳ６产品的固定效应 （σｈ）和行业１７×国家固定效应 （δｓｅ×ｃ）。

表２　关税不确定性与中国的出口增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Δｌｎ）

出口的对数增长率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ＵＳＡ×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　 ０．６６８１＊＊ ０．４１２１　 ０．４２１０

（０．３０２） （０．２９８） （０．３０２）

ＵＳＡ×Ｎｏｎａｔｃ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１）

ＵＳＡ×ＡＴＣｎｏｎｂｉｎｄ －０．０１５０　 ０．１５７０

（０．２７３） （０．２５５）

ＵＳＡ×Ｂｉｎｄ９５　 ０．５７０８＊＊

（０．２６３）

ＵＳＡ×Ｂｉｎｄ９８　 ０．５４８９＊

（０．２８４）

常数项 ０．１５５１　 １．２５２５＊＊＊ １．２４８４＊＊＊

（０．７４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８）

１６ 之所以选取这个标准，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准确判断配额约束为紧是否与较快的出口增长有密切联
系，因而将标准定得比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中的严格一些 （他们的标准是填充率是否大于
９０％）；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纺织品和服装配额由于分配制度等因素导致的浪费的现象 （卜海，２００８；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因而将配额约束为紧的标准定得比１００％低一点是合理的。另外，如果使
用填充率大于９０％作为配额为紧的标准，我们在表３中的发现依然成立。
１７ 这里在２位 ＨＳ代码水平上将产品划分成２１个行业。划分的标准依照：ｈｔｔｐ：／／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
ｕｎｓｄ／ｔｒａｄｅｋｂ／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Ｈ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ｅｃｔｉｏ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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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出口的对数增长率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关税变化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 ９　８０１　 ９　８０１　 ９　８０１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６１６　 ０．６１４　 ０．６１４

行业×国家 是 是 是

ＨＳ６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表中所有回归均使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间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 （美国、日本和欧盟），且只
包含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都有出口数据的产品样本。因变量为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１年出口值的对数增长率

（Δｌｎ　Ｚｃｈ，ｔ＝ｌｎ　Ｚｃｈ，ｔ＋４－ｌｎ　Ｚｃｈ，ｔ）。固定效应中的行业为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ａｏ（２０１６）中所使用的一样的

２１个行业。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我们的回归使用中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出口贸易数据，且样本只包
含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都有出口数据的产品。表２第 （１）列给出的是没有控
制目的地与产品分类交乘项的回归结果，此时关税差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表２
的第 （２）列和第 （３）列，我们发现加入目的地与产品分类的交乘项之后，
关税差的影响就变得不再显著。我们进一步发现，只有配额约束为紧 （无论
标准是填充率大于９５％还是大于９８％）的产品有显著较快的对数增长率。这
些结果表明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对于美国较快的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配额
约束为紧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出口配额的取消，而与关税差的缩小没有显
著相关。

（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配额影响的国别差异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６）用美国出口数据估计关税差对贸易的影
响。出于遗漏纺织品与服装贸易政策变量可能导致关税差系数估计偏误的考
虑，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在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４）回归设定的基础
上进一步增加了４个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在不同时点不同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
配额在不同国家是否被取消１８。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中的回归方程为：

ｌｎ（Ｚｃｈｔ）＝α＋β１×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ｐｏｓｔ－ＷＴＯ｛ ｝×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ｈ ＋β２×ｍｆａ１ｃｈｔ＋

β３×ｍｆａ２ｃｈｔ＋β４×ｍｆａ３ｃｈｔ＋β５×ｍｆａ４ｃｈｔ＋σｈｃ＋ηｃｔ＋τｈｔ＋εｃｈｔ，

其中，因变量为出口值的对数形式。ｍｆａ１ｃｈｔ、ｍｆａ２ｃｈｔ、ｍｆａ３ｃｈｔ和ｍｆａ４ｃｈｔ是代
表配额取消状态的４个虚拟变量。回归中同时控制了产品×国家固定效应
（ｈｃ）、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ｃｔ）和产品×年份固定效应 （ｈｔ）。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将β１解释为关税差对出口的影响。其中的隐含假定是纺织品与

１８ 虽然美国在４个阶段配额取消的产品目录对每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不是所有国
家在样本期内一直都是世贸组织成员，比如中国在２００１年才加入 ＷＴＯ，所以这４个虚拟变量在产品、
国家和年份维度上均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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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出口配额的影响不存在国别、时间以及产品维度的差异，即β２，β３，β４和

β５不随国家、产品及时间而变。在这一假定不成立的情况下，利用这个回归
方程估计β１就可能是有偏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配额解除之后中国
对美国的超额出口增长与先前的填充率相关，即不同产品的配额限制的相对
影响是异质的。与此类似，对同一产品的配额限制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影响也
可能是不同的。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ｎｄ　Ｗｏｅｒｚ（２００９）发现纺织品与服装产品配额的出
口关税等价 （ＥＴＥｓ）存在很大的国别差异。对我们的研究尤为重要的发现
是，中国在美国和欧盟市场面临的ＥＴＥｓ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因此，我们在
回归中增加了代表出口国为中国的虚拟变量Ｉ ｛Ｃｈｉｎａ｝与代表配额取消状态
的４个虚拟变量的交乘项，以控制潜在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配额解除的国别
异质性影响。
表３中的第 （１）列展示了用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的回归方程设定

的回归结果，与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中的发现基本一致，即关税差的存
在对贸易额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１９第 （２）列展示的是控制配额取消对中国的异
质影响的回归结果，此时β１的系数不再显著，即关税差的变化对中美贸易没
有影响。我们进一步发现，在纺织品和服装产品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
长加快伴随着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减缓。鉴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同时经
历了后两个阶段的配额取消，我们关注ｍｆａ３ｃｈｔ，ｍｆａ４ｃｈｔ以及二者与Ｉ ｛Ｃｈｉｎａ｝
的交乘项的系数。比较表３第 （１）列和第 （２）列的结果可以看到，ｍｆａ３的
系数在两列均为正，但是不显著，意味着第三阶段的配额取消平均而言没有
影响，但是第 （２）列中ｍｆａ３ｃｈｔ与Ｉ ｛Ｃｈｉｎａ｝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中国
相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在配额取消之后异于其他国家，有显著增长。进一步，

ｍｆａ４的系数在两列均显著为负，即平均而言，相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第四
阶段配额取消之后有显著下降。但是参考第 （２）列中ｍｆａ４ｃｈｔ与Ｉ ｛Ｃｈｉｎａ｝的
交乘项系数我们发现，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有显著增长，在控制配额
取消在中国的异质性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发现配额取消对其他国家出口有更
大的负面影响，即ｍｆａ４的系数从第 （１）列的－０．２９６０变为第 （２）列中的

－０．３４５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贸易转移，即中国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
在贸易配额壁垒取消之后充分发挥竞争优势，进而抢占了其他国家在美国的
出口份额。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从贸易壁垒与国内资源配置机制交互作
用角度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变化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在
第 （３）列，我们剔除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样本，同样发现关税差的影响不
显著。

１９ 我们与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使用的数据有差别。我们使用的是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提供的６位ＨＳ代
码贸易数据，而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使用的是基于美国海关的８位 ＨＳ代码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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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考虑纺织品配额因素的回归结果 （美国进口数据）

全样本 全样本 非ＡＴＣ样本
解释变量

（１） （２） （２）

Ｃｈｉｎａ×ｐｏｓｔ＿ＷＴＯ×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　 ０．３５９６＊＊＊ ０．０２０２　 ０．１８９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４）

ｍｆａ１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０）

ｍｆａ２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２）

ｍｆａ３　 ０．０８４６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３）

ｍｆａ４ －０．２９６０＊＊＊ －０．３４５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１　 ０．６７６２＊＊＊

（０．２２６）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２　 ０．２１５３
（０．１５３）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３　 ０．７８８６＊＊＊

（０．１６５）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４　 ０．５６４２＊＊＊

（０．０６９）

关税水平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 ９４６　３９９　 ９４６　３９９　 ６６０　５７４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６０　 ０．８６０　 ０．８６６
固定效应 ｈｃｃｔｈｔ　 ｈｃｃｔｈｔ　 ｈｃｃｔｈｔ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２９　 ０．８３０　 ０．８３５

　　注：表中所有回归均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的美国进口贸易数据，其中第 （１）列、第 （２）列为
全部样本，第 （３）列排除了ＡＴＣ产品。因变量为产品、国家和年份水平上贸易值的对数形式。变量

ｍｆａ１，ｍｆａ２，ｍｆａ３，ｍｆａ４是用来标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配额取消的阶段。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

误，在国家×产品水平上聚类。

与此相关，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ｎｄ　Ｗｏｅｒｚ（２００９）发现美国施加给中国的进口纺织品
配额的出口关税等价在配额取消期间 （１９９６年之后）持续上升。上升刚开始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是温和的，但在２００５年之前两年，所有配额即将全部取消之前，
美国对中国配额的ＥＴＥｓ相对欧洲对中国配额的ＥＴＥｓ来说大幅上升，并在２００４
年达到峰值。图２显示ＡＴＣ产品在２００５年的出口有大幅增加，即为在配额取
消的最后阶段之前ＥＴＥｓ达到峰值的反应。如果关税差本身对贸易有影响，那
么剔除贸易２００５年之后的样本，即中美贸易显著受到最后一个ＡＴＣ配额取消
影响的阶段，应该不会影响关税差的系数估计。表４展示了我们用２００５年之前
的样本运行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三重差分的回归方程的结果，我们发现关
税差的影响不再显著。再次印证我们的假说，即第 （１）列中β１的显著系数估计
值是遗漏变量导致的，而非关税差对贸易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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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出口增长与关税不确定 （针对２００５年之前的样本）

解释变量 全样本

Ｃｈｉｎａ×ｐｏｓｔ＿ＷＴＯ×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 ０．０６１１

（０．１２４）

ｍｆａ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８２）

ｍｆａ２　 ０．１２１６＊＊

（０．０４９）

ｍｆａ３　 ０．１１６７＊＊

（０．０５１）

关税水平 是

观察值个数 ８２０　６２１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６７

固定效应 ｈｃｃｔｈｔ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３５

　　注：表中回归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间的美国进口贸易数据。因变量为产品、国家和年份水平上贸
易值的对数形式。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在国家×产品水平上聚类。

（三）稳健性检验

上面我们基于现有文献中的回归方法，通过复制和比较，发现了现有文
献中所得到的关税差对贸易的显著影响是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特别是忽略
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配额取消的影响。为了确保我们所发现的关税差对出口
的非显著影响的结果是可靠的，我们还需要做必要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由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了近１５年的谈

判过程 （不包括１９９５年之前的 “复关”谈判则为６年），因此，企业有可能
依据谈判进程的消息而预期到未来政策的改变从而提前做出反应。为了检验
关税差影响不显著的结果是否因为企业提前反应所导致，我们将政策变化的
时间点往前移到２０００年。之所以选择２０００年，是因为在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美
的入世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有了实质性突破。因此，
企业这时候预期不远的未来中国将加入 ＷＴＯ从而开始做出反应是合理的。
我们使用虚拟变量Ｉ ｛ｐｏｓｔ｝标识２０００年前后的时期，即２０００年 （含）之后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表５第 （１）列的回归与表３第 （２）列的回归类似，除
了虚拟变量替换为了Ｉ ｛ｐｏｓｔ｝。表５第 （２）列则是排除了ＡＴＣ产品的样本
的结果。所有的估计结果都不显著为正，因此，关税差影响不显著不是因为
企业提前反应导致的。这也说明，即使考虑了企业提前反应的情形，关税差
对出口增长仍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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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企业预期并提前反应的影响 （美国进口数据）

解释变量
全样本

（１）
非ＡＴＣ样本

（２）

Ｃｈｉｎａ×ｐｏｓｔ×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 －０．２０９９＊ ０．１４６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６２）

ｍｆａ１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９０）

ｍｆａ２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５２）

ｍｆａ３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５３）

ｍｆａ４ －０．３４５６＊＊＊

（０．０３０）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１　 ０．６９９５＊＊＊

（０．２２５）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２　 ０．２５４１＊

（０．１５２）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３　 ０．８３３８＊＊＊

（０．１６３）

Ｃｈｉｎａ×ｍｆａ４　 ０．５８７２＊＊＊

（０．０６９）

关税水平 是 是

观察值个数 ９４６　３９９　 ６６０　５７４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６０　 ０．８６６
固定效应 ｈｃｃｔｈｔ　 ｈｃｃｔｈｔ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３０　 ０．８３５

　　注：表中所有回归均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的美国进口数据。第 （２）列的回归排除了纺织品和
服装产品。因变量为产品、国家和年份水平上贸易值的对数形式。自变量中的ｐｏｓｔ虚拟变量标识当年

是否大于等于２０００年。回归控制了产品×国家、国家×产品、产品×年份交叉固定效应。括号中报告

的是稳健标准误，在国家×产品水平上聚类。

第二，在上面比较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的回归中，我们使用虚拟变
量Ｉｔ ｐｏｓｔ－ＷＴＯ｛ ｝来标识中国加入 ＷＴＯ前后两段时期，本质上是标识关税上
升概率的变化：２００１年之前为关税可能因为美国撤回最惠国待遇而上升的时
期；２００１年之后为关税不再可能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而上升的时期。这里，

我们使用众议院中针对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法案投赞成票的比率 （数据
见表７）来连续地衡量贸易政策发生变化的概率２０，并用它来再次检验关税不
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的影响。赞成率越高说明当前的关税发生变化的概率越高。

２０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用众议院投票的赞成率衡量关税上升概率是比较粗略的，因为它忽略了参议
院和白宫的情形，而参议院和白宫通常都更为坚定地支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具体见第五部分的
讨论），所以，赞成票比率会高估关税上升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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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国会网站的记录，该类法案一般在每年的６—７月份左右在议会中讨
论并投票。因此考虑到企业生产及出口决策的滞后性，我们用上一年的投票
率衡量当年的关税上升概率。为了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与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２０１６）相同的回归方法：

ｌｎ（Ｚｃｈｔ）＝α＋β１×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ｈ ×Ｌ．ＶｏｔｅＲａｔｅ＋

β２×ｍｆａ１ｃｈｔ＋β３×ｍｆａ２ｃｈｔ＋σｈｃ＋ηｃｔ＋τｈｔ＋εｃｈｔ，

其中，因变量为出口值的对数形式。Ｉｃ Ｃｈｉｎａ｛ ｝标识是否从中国进口，因为只

有中国的出口商才可能受关税上升概率的影响；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ｈ引进了不同关税差
大小的产品之间的比较，因为关税上升概率只可能对存在关税差的产品有影
响，而且关税差越大影响会越大；Ｌ．ＶｏｔｅＲａｔｅ为滞后一期的赞成票比率。考
虑到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中国成为永久最惠国待遇国家，美国国会也不
再讨论相关的议案，也就是说，在２００２年 （含）以后不再有投票数据，因
此，我们只使用２００１年之前的数据，即样本期为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表６的两
列分别展示了全样本和排除了ＡＴＣ产品样本的结果。结果显示，当用赞成票
比率衡量关税变化概率时，关税差对出口增长仍然没有显著影响。事实上，

这里关税差和投票率的乘积也可以反映完整意义的关税不确定性的大小，可

以称为预期关税上升幅度。β１衡量的也是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但是，

由于投票率衡量关税变化概率并不准确，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对完整意义的关
税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结论。

表６　使用赞成票比率作为关税上升概率的量度 （美国进口数据：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解释变量
全样本

（１）
非ＡＴＣ样本

（２）

Ｃｈｉｎａ×ＴａｒｉｆｆＧａｐ×Ｌ．ＶｏｔｅＲａｔｅ　 ０．０５２０ －０．２３９９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７）

ｍｆａ１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９３）

ｍｆａ２　 ０．１６８５＊＊＊

（０．０５５）

关税水平 是 是

观察值个数 ４７８　５９０　 ３４７　４６４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９０　 ０．８９３
固定效应 ｈｃｃｔｈｔ　 ｈｃｃｔｈｔ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５７　 ０．８５９

　　注：表中所有回归均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间的美国进口数据。因变量为产品、国家和年份水平上
贸易值的对数形式。解释变量中的Ｌ．ＶｏｔｅＲａｔｅ是国会投票支持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的比例，

并且滞后一期。第 （１）列使用全部样本，第 （２）列回归排除了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样本。所有回归

都控制了产品×国家、国家×产品、产品×年份交叉固定效应。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在国家×
产品水平上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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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低不确定性概率和低进入成本

依据第三部分理论模型的结论，关税差对出口的影响程度由两个关键因
素决定：关税上升概率和进入成本。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这两个因素在现
实中是否被满足。

（一）低不确定性概率

美国撤回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的概率是决定关税不确定性影响程度的

因素之一。由于美国从来没有撤回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以无法借由过往的
数据推算贸易政策可能变化的概率 （１－ｑ）。然而，美国国会对是否延续中国
的最惠国待遇地位的议案的投票情况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据支持撤回的概率是

低的。依据美国国会网站２１提供的投票数据 （参见表７），可以发现众议院中
反对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票数从１９９５年以来从来没有获得通过 （支持率未
超过４０％）。更重要的是，在仅有的４次议案通过情形 （受政治事件影响，主
要集中在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间）中，议案最后都没有在参议院进入投票程序，
均以各种形式被搁置 （未提交、延期或转送专门委员会）。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ｅｅ
（２０００）调查了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 （ＭＦＮ）地位议案的投票的决定因素，发
现无论是工会献金还是公司献金都对 ＭＦＮ地位议案的投票没有影响，这是因
为中国的 ＭＦＮ地位不太可能对各个相关利益群体造成大的影响。此外，国会
两院通过的议案最终需要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在美国众议院相对强烈反
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半期，当时就任的两位美国总统，
布什和克林顿，均支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ｅｅ，２０００；

Ｗａｎｇ，１９９３）。由此可见，综合分析美国立法系统中众议员、参议院和白宫的
政策取向，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之前失去在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可能性是
很低的。

表７　美国国会对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议案的投票

年份
众议院

赞成 反对
参议院

１９９０　 ２４７　 １７４ 搁置

１９９１　 ２２３　 ２０４ 无限期推延

１９９２　 ２５８　 １３５ 转财政委员会

１９９３　 １０５　 ３１８

１９９４　 ７５　 ３５６ 未提交

２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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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众议院

赞成 反对
参议院

１９９５　 ３２１　 １０７

１９９６　 １４１　 ２８６

１９９７　 １７３　 ２５９

１９９８　 １６６　 ２６４

１９９９　 １７０　 ２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７　 ２８１

２００１　 １６９　 ２５９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

（二）低进入成本

根据推论２，出口市场进入成本Ｋ 是另外一个决定关税不确定性影响大
小的因素。许多文献比如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ｙｂｏｕｔ（１９９７）、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等都指出进入成本是显著高的，然而，Ｄ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ｏｌａ（２０１０）和Ｐｉｖｅｔｅａｎ （２０１５）等文献则认为在某些情形下进入的沉
没成本可能很低。由于沉没成本的估计一般基于结构化模型，受限于篇幅和
本文目标，我们这里采用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中的实证策略去检验中
国企业出口的沉没成本，更详细的探讨留待今后的研究。
与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的方法类似，我们同样通过估计上一年以

及前年的出口状态 （分别表示为ｅｘｐｏｒｔｌａｓｔｙｒ和ｅｘｐｏｒｔ２ｙｒａｇｏ）对当前出口状
态的影响来间接检验沉没进入成本的影响。在高沉没成本情况下，先前的出
口状态会与当期的出口状态正相关。我们应用了两种不同的识别方法：水平
回归和带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在所有的回归中，我们都控制了一些与出口
状态有关的因素，例如雇佣人数、所有制结构、是否引进了新的产品以及企
业是否改变了所处行业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滞后一年。
表８列出了我们的估计结果。我们同时列出了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用美国数据做的结果２２以方便比较。我们使用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６年的
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发现上一年的出口状态与当年的出口状态显著正相

关，但是，前年的出口状态与当年的出口状态显著负相关。出口状态逐年的
不连续性说明中国出口商的进入成本可能并不大。

２２ 通过使用美国制造业企业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２年的面板数据，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发现美国出
口商的进入成本是显著的。



第２期　王璐航、首陈霄：中国入世与出口增长：关于关税不确定性影响的再检验 ７４３　　

表８　出口决策与进入成本

解释变量
水平回归

（１）
固定效应回归

（２）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ｅｘｐｏｒｔｌａｓｔｙｒ ０．４８１１＊＊＊ ０．１６３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ｅｘｐｏｒｔ２ｙｒａｇｏ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

ｅｘｐｏｒｔｌａｓｔｙｒ ０．６５５＊＊＊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ｅｘｐｏｒｔ２ｙｒａｇｏ ０．２７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注：表中前两行是我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参照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的方法得到的
估计结果；表中后两行来自于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用美国制造业数据得到的结果。自变量为企

业的当前出口状态。括号中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

通过检查间接出口份额和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我们可以得到低进入成本
的另一辅助证据。中间贸易商的存在提供给企业一个较为便捷的出口途径。
通常认为，企业经由中间贸易商出口可以大大降低出口的进入成本。表９分
年度列出了经由中间贸易商出口的平均份额 （括号中的是以各产品的出口值
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前的２０００年 （也是关税不确定存在
的时期），各产品经由中间贸易商出口的份额平均达到了４５％。也就是说，有
将近一半的出口是经由中间贸易商出口的。此外，表９也列出了加工贸易出
口的算术平均份额和加权平均份额。加工贸易包括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都
是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一般来说，加工贸易与客户的关系比较紧密，很多
工厂甚至是客户直接投资的，因此，加工贸易由于信息和客户资源上的优势，
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对这种类型的企业也相对较低。表９显示加工贸易出口
的加权平均份额２３一直在５５％左右，这说明中国产品的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

２３ 由于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某些产品上，比如中国有比较优势或者有政策优惠的产品，使用加权平均
会更合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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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工贸易商贡献的。综合以上分析，中国的出口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要
求有高的进入成本。因此，根据推论２，较低的进入成本使得企业在出口时不
会考虑太多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的实证中没有发
现不确定性的显著影响的原因之一。

表９　中间贸易商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的平均份额

年份 产品数量 中间贸易商出口份额 加工贸易出口份额

２０００　 ７　１４４　 ０．４５（０．３３） ０．２８（０．５５）

２００１　 ６　７０３　 ０．４３（０．３１） ０．２７（０．５５）

２００２　 ６　８９０　 ０．４０（０．２８） ０．２６（０．５５）

２００３　 ７　００１　 ０．３９（０．２５） ０．２５（０．５５）

２００４　 ７　０１７　 ０．３４（０．２２） ０．２４（０．５５）

２００５　 ７　１２９　 ０．３２（０．２１） ０．２３（０．５５）

２００６　 ７　１７１　 ０．３４（０．２１） ０．２２（０．５３）

　　注：表中分年度列出了按出口值计算的中间贸易商出口份额和加工贸易出口份额的算数平均值
（在８位 ＨＳ产品层面上）。括号中的是加权平均值，权重为８位 ＨＳ产品的总出口值。

七、结　　论

本文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重新检验了关税差衡量的关税不确定性

对贸易增长的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没有发现显著的证据证明之前有较高关
税潜在上升空间的产品在关税不确定性消除之后会经历较快的出口增长。中
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经历的较快的出口增长，尤其是在２００５年出现的增长峰
值，主要来自受到配额紧约束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在中
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经历的两个阶段的配额取消显著刺激了中国的纺织品与服
装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导致了其他国家相关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增长
减缓。

通过一个异质性厂商模型，我们发现关税差对贸易的影响程度主要由关
税升高的概率和相对进入成本两个因素决定。从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３）、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ｅｅ（２０００）、Ｓａａ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ｏ （２００１）等文献以及美国国会的记录中，我们
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据支持说美国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使用与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类似的回归方法，我们也提供了实证证据
支持相对成本较低的说法。低不确定性概率和低进入成本导致了关税差衡量
的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不显著。
关税不确定性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

看到，虽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重要性被许多文献所提及，但是不确定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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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由不同的因素决定，比如关税不确定性由关税差和关税上升概率共同决定，
而且其影响程度也受到某些关键因素的影响，比如进入成本。另外，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出口的
大幅增长这一问题，有许多文献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相当一部分文献从
中国内部的经济效率方面进行解释，比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简泽等，２０１４）

和企业成本的下降 （毛其淋和盛斌，２０１３）。纺织品配额的取消虽然是来自外
部的正面冲击，但是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指出了内部制度的改变对提
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的重要性，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出
口相对其他国家比较强的竞争力。因此，内部因素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重
要因素，也是本文通过检验关税不确定性的假说所要强调的。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本文发现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出口的大幅增长与纺织品和服装产
品配额的取消密切相关。纺织品和服装产品配额不仅对于中国的出口来说是
直接的贸易壁垒，还影响了国内生产的优化配置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并最终对贸易双方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这说明对
贸易直接干预的双边贸易政策，会对贸易各主体都造成深远的影响。这对于

２０１８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双方也是重要的警示。

第二，本文强调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与发生概率和进入成本相关。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各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越来越多，这些贸易争端也带来了
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外交手段，比如订立双
边贸易协定，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一
些措施，比如推动建立完备的贸易服务市场等，来降低出口的进入成本。

具体地，对于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公布加征关税商
品清单之后确实地进行了实施 （比如美国对１６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２５％
关税的措施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３日生效），这使得贸易战的威胁更为可信，也就
是说很可能提升了企业主观的关税上升概率。２４这与本文关注的最惠国待遇问
题下的关税不确定性是不同的。中国在美国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入世之
前虽然每年都需要重新批准，但中国从未失去过最惠国待遇地位。基于前面
的政策讨论，中国要减少贸易战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应有的对
策是：

第一，从降低关税上升概率角度看，需要坚持与美国的外交斡旋，包括
团结美国国内的反对势力以及利用其他外交资源 （比如借助世贸组织的仲裁）
给予特朗普政府足够的压力。此外，应坚持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与其他
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减少美国利用其他国家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可能性。

２４ 由于没有最新的数据，而且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持续时间还不长，所以目前尚无法检验中美贸易战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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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减少出口企业的进入成本角度，应该坚持开放，通过政策和市
场等手段减少企业的进入成本。一是要促进信息的流动。需要坚持与美国的
人员、经贸和文化往来，使国内出口企业有充分的渠道了解市场的相关信息。
政府与企业之间也要保持信息沟通的流畅，使得出口企业能够有效利用政府
的信息优势。二是完善市场的服务作用，使出口企业能够从市场获取各种形
式的服务，包括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完备的贸易服务市场可以帮助出口
企业降低出口成本，转移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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